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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: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，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，参保积极，但缴费
水平偏低; 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，从而提升农户参保广度，
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。当信息充分时，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
为，情理动员无显著影响; 当信息不充分时，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，
情理动员可以提升参保广度，但参保深度不足。社会动员效力与特定社会背
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相关。在当前经济理性主导下，社会动员必须符合
农户的经济利益。作为后发展国家，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有
限，社会动员具有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功能。
关键词:社会动员 经济理性 农户 新农保 行为

一、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

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，社会系统分化日趋复杂精细，传统的由家庭

承担的众多功能逐渐从家庭这一结构中析出。这一方面是工业化大生
产的直接产物，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个人 /家庭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
能力有限有关。因此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普遍承担起了公民的社会福
利责任。就养老保险而言，许多国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建立基本养老
保险，而是把农民直接纳入全民基本保障之中( Hargreaves，ed at．，
2004) ，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普遍比城市职工滞后( Attanasio ＆
Brugiavini，2003; Bottazzi et al．，2006) 。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国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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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。在筹资方面，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的给
予财政补贴。从发展速度看，与西方很多国家相比，我国推进农村社会
保障制度建设的速度是比较快的( 王军，2010) 。
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有着独特的国情背景。1992 年，民

政部颁发《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( 试行) 》，标志着我国农村
社会养老保险制度( 以下简称“老农保”) 开始建立。但由于采取“个人
缴纳为主，集体补助为辅，国家予以政策扶持”的资金筹集模式，政府
财政责任缺位( 汪柱旺，2006 ) ，这一制度最终以失败告终。随着经济
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，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功能不断

弱化。2000 年我国整体迈入老龄化社会，农村养老问题愈加突出。
2000 年中国乡村老年人口数量是城镇的近两倍，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程
度更高，高龄化程度更严重( 柳清瑞、翁钱威，2010) 。为解决农村养老
问题，国务院做出“从 2009 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( 以下简
称‘新农保’) 试点”的决定，由此拉开了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
索。新、老农保的最大区别在于财政补助政策。针对目前的新农保试
点工作，不少学者进行了理论或经验分析。学界普遍承认新农保的积
极功能，但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: 一是从政府的角度看，存在地方政府

筹资难、经办管理服务难、基金管理难、参保意识维持难、制度衔接难等
问题( 邓大松、薛惠元，2010; 范永茂，2011; 王翠琴、薛惠元，2011 ) ; 二
是就地区比较而言，地区间新农保发展水平不均衡，出现制度的“碎片
化”( 李冬妍，2011; 范永茂，2011; 黄瑞芹，2011 ) ; 三是就农民意愿而
言，年轻农民的参保意愿相对偏低，小部分农民缴费困难，“与子女相
绑”的参保方式有违农民的意愿等( 刘善槐等，2011 ) 。此外，学界对
于政府补贴“多缴多补”的政策存在争论，有学者认为“多缴多补”的
激励机制必然会导致“利益转移”问题( 王增文，2010 ) ，但也有学者
认为如果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，将无法对农民形成有效刺激( 邬家

峰，2011 ) 。
目前已有一些探讨影响农民 /农户参加新农保因素的研究，普遍认

为家庭收入等经济原因是制约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( 张朝华，2010; 黄
阳涛等，2011) 。农民非农经历及非农收入对农民参保的影响存在争
议，有调查表明，务农时间越长( 张朝华，2010) 、以农业收入为来源( 黄
阳涛等，2011 ) 的农民参保意愿低; 但也有学者的调查得出了相反结
论，认为务农者的参保积极性高，因为务农者经济收入不高，更需要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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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来减缓养老压力( 王媛，2011) 。还有研究指出，农民的文化程度( 张
朝华，2010) 、年龄、性别( 王媛，2011) 等也是影响农民参保的因素。上
述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理性的角度解释农民参保行为，认为农民参保

与否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结果。个别研究指出，农民参保行为中也存在
一些非经济理性的因素，如村域信任对农民参保有正效应，村域信任水

平越高，农民越可能缴费参保( 吴玉锋，2011) 。
总体而言，学界对新农保制度设计本身投入了较多关注，但对农

民 /农户的参保意愿和行为的研究不多，既有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经济
理性视角的分析。就当前的现实看，农户的行为受众多因素共同约制，
尤其是当面临新制度或新事物时，农户行为更易受一些非理性因素影

响。有鉴于此，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，探究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
( 下文简称“参保行为”) 逻辑，以期为新农保的最终推广作出应有的贡
献。由于农村中农户是农民最重要的重大事项决策单位，单个农民的
意愿往往受制于整个农户的意志，故本文选择农户作为分析单位。

二、研究设计

( 一) 研究假设

关于农户经济行为，学界一直存在经济理性( 追求利润最大化) 和

非经济理性的争论，前者以美国经济学家 T． W．舒尔茨的“理性小农”
为代表，后者以美国经济学家 J．斯科特的“生存小农”为代表。这些看
似纷繁复杂的争论背后有着共同的目的: 寻解农户经济行为的本质。
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看，这种关于行为本体论的研究意义并不大，农户

经济行为的逻辑是个体与社会长期互动的产物，其本身并不存在本质

的规定性。农户经济行为究竟表现为理性还是非理性，与其社会发展
水平和制度结构有关。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，在农户的基本生
存需要得以满足以及农户义利观发生变化的当下，中国农户经济行为

总体上呈现出由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的趋势( 翁贞林，2008) 。现
实中由于信息不充分、感性因素的影响，这种经济理性更多地以有限理
性的方式表现出来，即人们“主观上追求完全理性，但客观上只能有限
地做到这一点”( Simon，1947 ) 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在这一时期，农户的
行为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逻辑。农户的参保行为不仅是经济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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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结果，而且是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本文着重探讨社会动员对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。社会动员是对推

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方式之一，且对农户行为仍然存在一定效力。在历
次制度变革时，政府通常采用先典型示范后全国推广的方式进行，以确

保制度的顺利嵌入。这当中，社会动员常常被用来引导民众自愿参与
新制度。在新农保的试点工作中，社会动员同样是政府实现新制度嵌
入的重要手段。当前农村信息传播的途径越来越趋于多样化，电视、广
播、报纸等现代媒介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信息传递功能，但这其中存在两
个关键性缺陷: 一是对社会事实的宣传往往比较概况，不够具体; 二是

受众对信息传播的信任度不够高。因此，在社会事实的具体信息传播
方面，传统的人际传播不可替代，特别是村干部的宣传必不可少。而一
般在新制度嵌入阶段，政府往往将宣传作为社会动员的一部分，赋予村

干部双重角色，既是信息传播者，又是情理说服者，进行动员以推动农

民参与。动员的绩效常常立竿见影，但如果忽视现代化进程本身需要，
不符合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( 亦或社会成员本身并没有意识到符合自

身利益需求) ，社会动员往往是无法持久的( 吴忠民，2003) 。因而农户
如果不能确切看到参与的利益，其可能表现出消极参与或者退出参与，

尤其是在当前基层政治权威下降、村民自治效力减弱的情况下。
综合上述分析，本文认为，在新农保试点阶段，农户的参保行为受

经济理性和社会动员的双重形塑，表现出以经济理性为主导，同时又在

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动员的影响。据此本文提出两个假设。
假设 1: 经济理性假设。农户参保行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，

参保的预期收益越大，农户参保越积极，这同时体现在参保的广度和深

度两个方面。
本文的一个基本认识是: 新农保政策是符合农户的长期利益需求

的，参保几乎没有风险，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，农户的理性选择应是全

部参保。因此在新农保推广阶段，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是农户参保的
重要影响因素。此外，农户的家庭人口禀赋和家庭经济能力也是影响
农户参保的重要因素。
假设 2: 社会动员假设。农户参保行为与社会动员相关，越是进行

广泛社会动员的地区，农户参保越积极。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，农户的
这种积极性主要体现在参保的广度而非深度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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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) 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
1. 社会动员。其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广义的观点是把社会
动员看作社会现代化的过程，或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; 狭义的观点则把

社会动员集中理解为对社会中资源和人力及精神的动员，理解为社会

发展的一种前提或手段( 杨龙，2004) 。本文主要是在狭义层面上使用
社会动员，意指政府或相关组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

社会事项以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。具体到本研究的对象，主要是指村
干部通过宣传讲解和情理说服，促使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过程。
其中，我们将通过村干部宣传讲解促使农户更全面地认识并主动参

保的动员称之为宣传动员，将通过村干部的信任、面子、群体压力等
在行为上促动农户参保的动员称之为情理动员。这两者是社会动员
这同一行为过程的两个方面，二者密不可分，相互关联。我们认为，
在中国社会中的典型示范村落，其社会动员程度往往高于非典型示

范村落，故测量时用“是否示范村”这一变量来指称社会动员程度的
差异( 见表 1 ) 。

2. 经济理性。本文采用科尔曼的定义，认为理性是广义上具有目
的性的活动，“对于行动者而言，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‘效益’，行动者
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”( Coleman，1990 ) 。其
中，经济理性与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———“经济人”有关。“经济人”是
指根据自己的理性来从事经济活动、选择经济行为的个人。较早的经
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理性行为是指选择利润最大化的行为，而之后一些

经济学家以效用最大化来取代利润最大化( 吕耀怀，1999) 。由于新农
保涉及的是投资和收益的利益问题，故本文的经济理性是指农户追求

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。在经济理性假设下，信息了解程度、家庭人口
禀赋和家庭经济能力是影响农户参保的三个重要因素。结合新农保制
度的特点，家庭人口禀赋操作化为家庭老人比例、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
两个指标; 家庭经济能力操作化为 2010 年家庭总收入指标。

3． 参保行为。本文以农户为分析单位，将参保行为分为广度和深
度两个维度。参保行为的广度是指单位农户中参保人口占农户总人口
的比例，下文简称“农户参保人口比例”，用“P”表示。参保行为的深度
是指参保农户中，单位农户参保人的平均缴费水平，下文简称“农户参
保人口缴费水平”，用“Q”表示( 见表 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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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说明

概 念 变量名称 定义或计算方法 均 值 标准差

因变量

参保广度

参保深度

社会动员

信息了解
程度

家庭人口
禀赋

家庭经济
能力

农户参保人口
比例

P =单位农户中参保人数 ÷
单位农户的总人数a . 427b . 266

农户参保人口
缴费水平

Q =单位农户中每个参保人
缴费水平之和 ÷单位农户中
参保人数

469. 261 元c 352. 708

自变量

是否示范村 是 = 1，否 = 0 . 470 . 500

新农保了解程度
( 户主)

1 =完全不了解，2 = 了解不
多，3 = 大致了解，4 = 完全
了解d

2. 773 . 964

农户家庭老人
比例

O =单位农户 60 岁及以上
人数 ÷单位农户的总人数e . 222f . 194

农户参保人身体
健康水平

H =单位农户中每个参保人
身体健康水平g 之和 ÷单位
农户中参保人数

3. 779h . 972

2010 年家庭总
收入

3. 586
万元

2. 012

注: a计算时，没有参保的农户参保人数为 0，相应地其参保人口比例为 0。

b计算方法为: ( P1 + P2 + P3 +… + Pn ) /n，n为总户数，即样本量，为 317。

c计算方法为: ( Q1 + Q2 + Q3 +… + Qm ) /m，m为参保农户总数，为 257。

d调查中将新农保制度细化为新农保政策的本质、政策的稳定性、基金筹集方式、养

老金构成及领取方式等方面。访问员针对每个方面对农户进行提问，根据农户的

回答情况判断其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。农户全部描述正确为“完全了解”，大

部分描述正确为“大致了解”，只有少部分描述正确为“了解不多”，不知道或者听

说过新农保但完全不知道具体政策的为“完全不了解”。

e计算时，没有老人的农户家庭老人比例为 0。

f计算方法为: ( O1 + O2 + O3 +… + On ) /n，n为总户数，即样本量，为 317。

g单个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测量: 1 =很差，2 =较差，3 =一般，4 =较好，5 =很好。

h计算方法为: ( H1 + H2 + H3 +… + Hm ) /m，m为参保农户总数，为 257。

( 三) 调查地点及资料收集

从 2009 年国务院开展新农保试点以来，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一直
是新农保试点的重要地区之一。该地区的新农保主要通过个人年缴费
( 调查时分为 200、400、600、800、1000 和 1200 元 6 个档次) 和集体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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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险。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都存入个人
缴费账户进行管理。个人缴费满 15 年且年满 60 周岁后可按月领取养
老金，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由基本养老金( 每人每月 100 元，其中国家财
政拨付 55 元，武汉市地方财政拨付 45 元) + ( 个人账户全部累积额 +
每年累计定期存款利息) /139 两部分构成。①

新洲区最早确定了辖内双柳、阳逻、仓埠三个街道作为新农保推广
试点街道。本次调查选取双柳街道，从其辖内 41 个村中用简单随机抽
样的方法抽取了殷店村、周孟村和刘镇村 3 个村。三个村中除刘镇村
经商者相对较多外，其他大部分村民以务农为主。其中，殷店村为新农
保示范村，周孟村及刘镇村为非示范村。从收集的资料看，这些试点地
区普遍运用社会动员推动农户参保，但相对而言示范村的社会动员力

度要远远高于非示范村。示范村的村干部( 包括村民小组干部) 全部
参与到新农保的社会动员工作中，深入农户进行新农保的政策讲解并

情理动员农户参保。相反，在非示范村，由于在农户参保方面没有或只
有较低的任务指标，其社会动员力度也就低得多。这里面有多种因素
起作用，但最主要的是，作为示范村基层政府有严格的任务要求。在当
前压力型体制下，名义上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是指导与被指导的

关系，但实践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基层政府对村
级组织有明确的工作指标，并根据业绩进行考核和奖惩。② 因此对于
基层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，村委会一般都会认真贯彻，村干部动用各种

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形成一种情理压力或群体压力，最终促动农户参与。
在三个村中的问卷调查采用等距抽样方法，以户为抽样单位，首选

户主填答，如果户主不在，则选择对家庭事务熟悉的成员回答。本次调
查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。问卷采用访问式填答法，共填答问卷
360 份，回收有效问卷 317 份，有效回收率 88. 1%。受访者中男性占
58. 7% ; 平均年龄 44. 770 岁; 11. 1%的被访对象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
度，57. 7% 的人为初中，高中及以上占 31. 2% ; 51. 7% 的人务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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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公式中的 139 指 139 个月，根据我国人均寿命 71. 5 岁测算，从 60 周岁开始领取，共计
139 个月。
在最近的政府文件中明确表示，要“落实责任追究制。村干部有治庸问责的要求，……工
作不规范、不到位、不按时间完成任务的，就是执行力不到位，要纳入治庸问责”。参见
《60 天扩面卓有成效 鼓足干劲再战 30 天———把普惠全区城乡居民的好事做得更好》，
武汉市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( http: / /www． xzldbz． com) 。



48. 3%的人为非农职业。农户平均家庭人口 4. 440 人，其中 60 岁以上
人口为 1. 010 人; 2010 年农户家庭总收入平均为 3. 586 万元。

三、结果与分析

( 一) 农户参与新农保的现状
1. 农户对新农保的了解状况。调查显示，认为完全了解新农保的
农户比率达到 29. 0%，大致了解的农户占 27. 8%，了解不多的占
34. 7%，完全不了解的仅占 8. 5%，说明农户对新农保普遍比较了解。
从信息了解的途径看，以村干部的宣传动员为主，占 60. 3%，15. 9%的
农户是通过亲戚朋友了解的，通过电视宣传得知的占 11. 0%，还有部
分农户是通过政府的宣传册、横幅、板报等其他途径了解的。这一结果
证实了前述关于农村信息传播的理论分析，即目前农民对政策信息的

获得主要依赖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自上而下的宣传。虽然随着经济发
展，广播和电视在农村基本普及，互联网也正逐渐进入农户家庭，但这

些现代化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还比较有限。数据显示，宣传动员
对农户了解新农保信息有重要影响。示范村的农户大多完全了解新农
保，比例为 57. 3%，而非示范村的农户大多对新农保了解不多，比例为
59. 9%，Lambda系数为 0. 667。卡方检验表明，这一结果在总体中也成
立( P ＜ 0. 001) 。说明在示范村，由于有明确的任务指标，村干部的宣
传动员力度确实大得多。

2. 农户对国家养老责任的认知。调查显示，77. 3%的农户对“国
家有责任解决每个农民的养老问题，因为这是每个农民都享有的权

利”的观点表示很赞成或比较赞成，表示不太赞成或很不赞成的仅占
4. 1% ; 20. 2%的农户对政府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寄以很高的期望，
41. 6%的农户有较高期望，期望较低或不抱期望的仅占 12. 9%。这说
明，在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立过程中，农户认知亦随之而变。传统的、
更具道德意涵的社会保障观念①开始转变成为公民的权利认知，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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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建国以来，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不健全，主要以对“五保户”等社会救济为主，
进入 21 世纪后才逐渐建立了农村低保、合作医疗、养老保险等制度。由于这一制度变迁
是近年来才发生的，农民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多地仍是从传统社会救济的道德

层面来理解，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利来认知。



这种认知可能与西方的公民权认知有所区别。
3. 农户参保人口比例与缴费水平。调查对象参加新农保的农户比
例达到 81. 0%。在所有的参保家庭中，2 人参保的比例最大，占 51. 7% ;
其次为 3人参保占22. 2% ; 1人参保占16. 3% ; 而有 4人及以上参保的占
9. 8%。农户参保人口比例平均为 0. 427。现有政策规定只有年满 16 周
岁、非在校学生、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才能参保。
因此，如果将每户中不符合参保范围的人口去除，参保比例会更高。参
保人口缴费水平的平均值是 469. 261元，缴费水平偏低。

4. 农户参保与否的动机。调查发现，农户参保时考虑的因素主要
有: 缴费水平及回报额度，比例为 56. 4% ; 政府的政策及态度，比例为
54. 5% ; 街坊四邻是否参保，比例为 52. 1% ; 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，比
例为 44. 7% ; 家人的态度，比例为 42. 4% ( 详见表 2) 。这反映出农户
参保时主要是基于经济理性，同时，政府的态度与群体压力是影响农户

参保的非经济理性因素。农户不参保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困难，占总数
的 40. 0% ; 觉得养老金标准太低没有吸引力的占 15. 0% ; 不相信新农
保制度、担心政策不能长期稳定的占 13. 3%，不信任干部、怕交的钱被
贪污的占 15. 0%，想先看看别人的情况，好就参与，不好就不参与的占
15. 0%，还有 1. 7%的是其他原因。这其中，经济困难是客观因素，短
期内难以改变; 觉得养老金标准太低没有吸引力则表明，目前“广覆
盖，低水平”的制度设计不能满足部分农户的养老需求; 最后三个影响
因素反映了农户对政策稳定性、政策执行过程的不信任，以及由此产生
的观望心态。这三者合计 43. 3%，反映出农户不参保虽然与经济能力
有关，但也与这种不信任心理有关。

表 2 农户参保考虑的因素

参保考虑的因素 频次( 人) 个案百分比( % )

缴费水平及回报额度 145 56. 4

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 115 44. 7

家人的态度 109 42. 4

街坊四邻是否参保 134 52. 1

政府的政策及态度 140 54. 5

其他 2 . 8

注: 此题为多选题，有效样本总数为 2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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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) 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

本文将农户参保行为分为参保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，分别用“农
户参保人口比例”和“农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”表示，下文将分别探讨。
经济学研究认为，现实中人们在看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，由于对

信息的不完全了解( 意味着“不确定性”和“风险”) ，往往最终导致行
为结果的不完全理性，即有限理性。从行为主体看，虽然都是经济理性
主导行为，但会表现出在信息了解程度不同的情况下，人们最终行为的

差异。为此，本文首先建立“农户参保人口比例的整体模型”和“农户
参保人口缴费水平的整体模型”，以得到总体上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
因素。其次，将“农户新农保了解程度”作为条件变量转换为二分变量
进行条件分析，1 =完全了解，0 =部分了解或不了解，以探究不同信息
了解程度下农户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，从而从更深层次地把握农

户决策时的行为逻辑。同时，将“新农保了解程度”进行分组条件分
析，意味着控制社会动员( 是否示范村) 中宣传动员的效力，这样在后

文分组模型的分析中，“是否示范村”这一变量就主要体现了情理动员
的效力。所有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均采用逐步回归法。

1． 农户参保广度的影响因素分析
根据前文假设，将新农保了解程度、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、农

户家庭老人比例、2010 年家庭总收入、是否示范村作为自变量，农户参
保人口比例作为因变量引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，对农户参保广度作影

响因素分析，详见表 3。
在所有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中，影响农户参保广度的变量有: 新农

保了解程度、农户家庭老人比例、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。其中，新
农保了解程度影响最大，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影响最弱。调整后
的 R2 为 0. 295，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好，可以消减 29. 5%的误差。从
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农户的参保广度基于经济理性，只有对新农保制

度越了解( 意味着更能认清新农保惠农的本质) 、家中老人比例越高
( 意味着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收益) 、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越好( 意味着
可以长期收益) ，越倾向于参保。
为了更清晰地辨析社会动员过程中情理动员的效力，我们将“新

农保了解程度”分组进行条件分析，再将其他自变量引进回归模型，结
果发现，当信息充分时，调整后的 R2 仅为 0. 060，解释力很差，情理动
员、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、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参保广度没有显著影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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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农户参保广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

模型 自变量和常数项
标准回归
系数 Beta

检验
值 t 显著度 容忍度

方差膨胀
因子

回归方程
检验

总体
未分
组情
况下

信息
充分
情况
下

信息
不充
分情
况下

常数项 － 1. 845 . 066

新农保了解程度 . 465 9. 190 . 000 . 872 1. 147

农户家庭老人比例 . 243 5. 112 . 000 . 984 1. 016

农户参保人身体
健康水平

. 101 1. 988 . 048 . 860 1. 163

常数项 23. 582 . 000

农户家庭老人比例 . 265 2. 604 . 011 1. 000 1. 000

常数项 1. 150 . 251

农户家庭老人比例 . 260 4. 149 . 000 . 982 1. 019

是否示范村 . 206 3. 291 . 001 . 983 1. 017

农户参保人身体
健康水平

. 156 2. 491 . 013 . 991 1. 010

R2 = . 302
调整后

R2 = . 295
F = 45. 113
Sig = . 000

R2 = . 070
调整后

R2 = . 060
F = 6. 779
Sig = . 011

R2 = . 145
调整后

R2 = . 133
F = 12. 481
Sig = . 000

当信息不充分时，调整后的 R2 为 0. 133，解释力有所提高，农户家庭老
人比例、情理动员、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对农户参保广度有显著影响，
详见表 3。对比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，当信息充分时模型几
乎丧失解释力的原因在于，农户完全能够认识到新农保制度对自己的

利益有促进作用，“即使投保人死亡，剩余的个人缴费资金全部返还”，
从而使得家庭人口禀赋、家庭经济能力、情理动员的作用丧失或被掩
盖，即农户认同“我们不管家庭经济怎样，有没有老人，健康状况如何，
也不论村干部是否情理动员，反正参加不会错”。这点我们也可通过
农户对新农保了解程度与是否参与新农保的卡方检验进行验证。
从表 4 中我们看出，在完全了解新农保的农户中，97. 8%的农户参

与了新农保，而在部分了解或不了解新农保的农户中，这一比率下降为

74. 1%，卡方检验表明这一结论在总体中也成立。在此意义上，通过宣
传动员，增加农户的信息了解对农户参保具有重要意义。当信息不充
分时，农户对新农保制度了解不全面，不能真正认识到新农保惠农的本

质，从而在决策时更注重家庭的老人比例和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，以确

保能够尽快且尽可能多地获益。情理动员此时也对农户的参保行为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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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信息了解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保的交互分类表

家人是否参保
新农保了解程度

完全了解( % ) 部分了解或不了解( % )
总数( % )

是 97. 8 74. 1 81. 0

否 2. 2 25. 9 19. 0

总数( 人) 92 224 316

注: 显著性检验卡方值 = 23. 852，自由度 = 1，P ＜ 0. 001。

到了推动作用。当信息不充分时，意味着自己拿捏不准，村干部的情理
动员及其造成的情感压力、周围邻居行为的群体压力都使农户自觉不
自觉地参与到新农保中来。农户顺从这种压力的原因: 一是传统文化
中的人情事理观念的作用; 二是顺从群体压力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参

保行为的安全感———“大家不会错”，“即使错，也不是我一人”。
2. 农户参保深度的影响因素分析
根据前文假设，将新农保了解程度、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、农

户家庭参保人数、2010 年家庭总收入、是否示范村作为自变量，农户参
保人口缴费水平作为因变量引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，结果详见表 5。

表 5 农户参保深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

模型 自变量和常数项
标准回归
系数 Beta

检验
值 t 显著度 容忍度

方差膨
胀因子

回归方
程检验

总体
未分
组情
况下

信息
充分
情况
下

信息
不充
分情
况下

常数项 . 686 . 494

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
水平

. 231 3. 668 . 000 . 830 1. 204

是否示范村 － . 381 － 5. 459 . 000 . 677 1. 478

2010 年家庭总收入 . 330 4. 665 . 000 . 656 1. 524

常数项 2. 730 . 008

2010 年家庭总收入 . 405 4. 354 . 000 . 970 1. 031

农户家庭参保人数 － . 265 － 2. 848 . 005 . 970 1. 031

常数项 1. 293 . 198

2010 年家庭总收入 . 182 2. 307 . 022 . 816 1. 226

是否示范村 － . 381 － 4. 949 . 000 . 860 1. 163

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
水平

. 201 2. 727 . 007 . 938 1. 066

R2 = . 167
调整后

R2 = . 157
F = 16. 891
Sig = . 000

R2 = . 271
调整后

R2 = . 254
F = 16. 165
Sig = . 000

R2 = . 169
调整后

R2 = . 154
F = 11. 046
Sig = . 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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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中，影响农户参保深度的变量有: 农户

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、是否示范村、家庭总收入。调整后的 R2 为

0. 157，说明模型的解释力一般，可以消减 15. 7%的误差。在农户参保
行为的深度方面，家庭总收入越高，农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就越高。这
从表面看是与农户的经济水平相关，但究其实质是新农保中“多缴多
补，多缴多得”的激励机制在发挥作用。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越好，农
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就越高。参保人越健康，受益周期便越长，“多收
益越大。新农保了解程度对农户参保深度没有影响，信息充分只能提
升参保广度。“是否示范村”的影响较大，标准回归系数为 － 0. 381。
这说明示范村的农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比非示范村要低( 参见表 5) 。
为了进一步弄清社会动员的效力，将“新农保了解程度”进行分组

条件分析，再将其他自变量引进回归模型时我们发现，当信息充分时，

只有家庭总收入、农户家庭参保人数对农户参保深度产生影响，调整后
的 R2 为 0. 254，模型解释力比未引进条件变量时有明显上升; 当信息
不充分时，农户参保深度的影响因素仍然是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、
是否示范村、家庭总收入 3 个变量。调整后的 R2 为 0. 154，模型解释
力与未引进条件变量时基本一致( 详见表 5 ) 。对比三个模型我们发
现，当信息充分时，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和情理动员的影响消失，家庭

总收入的影响最大，标准回归系数达 0. 405，农户家庭参保人数的影响
也凸显，标准回归系数达 － 0. 265 ( 详见表 5 ) 。这种变化表明，信息充
分时，真正制约参保深度的是家庭经济能力和家庭参保人数，经济条件

好的农户会多缴纳一些，家中参保人数多，那么相应每个人的缴费水平

就会低一些。以此来看，这种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的。
当信息不充分时，农户参保深度的影响因素与总体未分组时基本

一致，其中是否是示范村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，标准回归系数仍为

－ 0. 381。综合三个模型说明，总体未分组时社会动员的效力即为信息
不充分时的社会动员效力，都由情理动员产生。进一步统计显示，当信
息充分时，示范村与非示范村的农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没有显著差异;

当信息不充分时，示范村的农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的平均值为 288. 5
元，而非示范村的平均值为 521. 7 元，独立样本检验显示，这一差异在
总体中也存在( 详见表 6) 。这是因为当信息不充分时，农户承受村干
部情理动员的压力，遵从传统理性选择参保; 同时又担心不能受益，怀

疑政策的稳定性。这样，在不能确信参保的收益时，迫于村干部情理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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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的压力，就“先少交一点，再看看”、“即使损失了，也不多”。相反在
情理动员比较弱的非示范村，农户则主要考虑家庭经济能力和参保人

身体健康水平，最终造成非示范村农户参保深度要高于示范村。此外，
当信息不充分时，农户参保人身体健康水平对参保深度的影响力略高

于家庭经济能力。这表明，此时农户参保的深度是有限理性下的抉择，
在不能确保收益时行为更趋保守。

表 6 信息不充分时农户参保人口缴费水平的独立样本 t检验

变 量 变量取值 频 次 平均值 标准差

是否示范村
是 115 521. 740 408. 416

否 52 288. 462 195. 693

注: 显著性检验 t值 = 4. 988，自由度 = 164. 4，P ＜ 0. 00。

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，本文证实了前文提出的两个假设，农户

的参保行为是追求经济理性的结果，但这其中也受社会动员的影响。

四、结论与讨论

( 一) 基本结论

本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为例，运用问卷调查法，对农

户新农保的参与行为进行了分析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:
1. 农户整体参保状况较好。通过村干部的宣传动员，农户比较了解
新农保，积极参与，但缴费水平偏低。大部分农户赞成国家在养老中负有
责任的观点，表明农户开始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公民权利属性。参保时，农
户主要考虑缴费水平及回报额度、政府的政策及态度、街坊四邻是否参保。
农户经济能力不足、对新农保制度本身及制度执行的不信任，是农户不参
保的主要原因。

2. 总体而言，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，从而提升
农户参保广度，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。

3. 当信息充分时，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为，情理动员
对农户参保无显著影响。由于认识到新农保制度的惠农本质，无论家
庭经济能力和家庭人口禀赋如何，无论村干部是否情理动员，绝大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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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户都积极参保。农户参保的深度主要受家庭经济能力的影响，家庭
人口禀赋和情理动员影响不显著。

4. 当信息不充分时，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，情理动员可
以提升农户参保的广度，但参保深度不足。在参保广度方面，由于农户
不能完全认识新农保的惠农本质，对长期受益的预期不确定，为了在短

期内稳定地获得收益，那些家庭有老人、身体健康水平良好的农户更倾
向于参保; 同时，村干部的情理动员产生的情感压力和群体压力也会促

进农户参保。在参保深度方面，农户选择参保时，主要考虑参保人身体
健康水平和家庭经济能力; 同时，在情理动员之下，农户的缴费水平偏

低。这反映出信息不充分时，农户面对情理动员的行为逻辑是参与但
不深入。“参与”是为了符合社会情理规范和遵从群体规则，“不深入”
则体现了经济理性，在不能确定收益的情况下，控制投入以规避风险。
综上，农户的参保行为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理性行为。社会动员

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农户的参保广度上，宣传动员和情理动员都具有提

升农户参保广度的作用。社会动员对农户参保深度的影响甚微，在信
息不充分时，情理动员还使农户参保体现出广而不深的特点。其实，村
干部的社会动员目标也更多地是提升参保广度而非深度。参保深度主
要取决于农户自身的经济能力和价值偏好。由此看出，在新农保的试
点及推广过程中，社会动员十分必要。

( 二) 延伸讨论

从更深远的角度看，本文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农户研究中的一个

基本问题，即“农户经济行为究竟是经济理性还是非经济理性”? 从本
研究的结论看，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，主导农户行为的

是经济理性的逻辑，而且由于信息不充分的影响，农户更多地表现出有

限理性的一面。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，信息不充分往往与农户收集信
息的能力有关，如果农户收集能力较低，信息自然不充分。信息不充分
还与农户较低的文化水平有关，由于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，导致

对信息的理解产生误差。各种非理性因素只能在信息不充分时对农户
行为起作用，而且在不能看清实质的利益回报之前，这种作用更多地体

现在参与行为的广度而不是深度上。
本文还回应了现今普遍争论的有关“转型背景下，国家对农村社

会动员的能力”问题。有学者认为国家对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逐渐弱

351

论 文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: 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



化( 吴忠民，2003; 杨福忠，2001 ) 。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 30 年改革保
持了动员能力的可持续性( 郑杭生，2008) 。本研究主要支持了后者的
观点。社会动员有助于农户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事实，从而参与到制
度建设中来，在信息收集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( 信息不充分) 的情况

下，情理动员会促使农户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新制度建设，虽然这种参与

往往缺乏深度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种社会动员能力与农村熟人或半熟
人社会的性质有关。在此环境下，村干部本身兼具多重角色，如政府代
言人、村民利益代表、意见领袖、亲戚、邻居、朋友等，由此村干部的社会
动员才能立竿见影，发挥巨大效力。相反，在高流动、高异质性的城市
社会中，社会动员尤其是情理动员不一定能够发挥如此效力。而从长
期看，社会动员要真正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，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动

员参与的社会事项是否真正符合农户的利益诉求。否则，农户或根本
不参与( 信息充分条件下) ，或即使参与了可能也是消极的参与，最终

还会退出( 信息不充分条件下) 。
由此，我们认为，国家对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不能简而论之。改革

前后的社会背景不一样，农户的价值理念也不一致。现在学界普遍认
为，改革前，国家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，主要与总体性社会

下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垄断有关( 夏少琼，2006 ) ，这道出了经济制约或
政治制约的实质，符合经典的社会交换理论的命题。① 但事实上，这种
社会动员能力的获得，可能还与当时普遍弥漫的政治信仰和个人崇拜

的社会氛围有关。在这种氛围下，人们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马克
斯·韦伯所谓的“价值合理性”、“情感性”，以及“传统理性”的特质。
相反，改革之后，整个社会转向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由此人们逐渐树
立了“经济理性”的行动准则，也因此使得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下降。
但如果动员参与的事项本身符合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，亦或具有很高

的道德属性，人们还是会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。这在 2003 年的“非
典”、2008 年初南方冰雪灾害、“5. 12”汶川地震等事件中已经显露出
来。当动员参与的事项不符合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，也不具有很高的
道德属性，人们的参与热情就低得多，这在很多城市创办“文明城市”
的社会动员，以及农村村民选举的社会动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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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此情况下，出于各种物质利益和政治声誉的考虑，社会成员极可能被动参与，但其内心
并不认同。就此而言，国家社会动员能力的减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

我们认为，社会动员能力不能简单地说是“上升”还是“下降”，它取决
于人们的行为究竟是以何种“理性”为主导。这里还要说明的是，在确
立经济理性的价值标准的同时，现代社会还需树立基本的社会道德规

范和民主参与理念。目前转型中国的问题可能在于过分强调经济理
性，以致于在道德建设、民主建设领域的社会动员难以奏效。
我们还要强调的是，作为一种手段，社会动员推动社会实现跨越式

发展中具有不可少的重要功能。只要社会事项符合社会成员的价值理
念，政府的社会动员与之并不冲突。在现代化进程中，社会成员的现代
性获得本身即是一个缓慢的进程。一项好的社会制度，如果单纯依赖
社会成员自发的认识参与，其进程亦会相当缓慢。当社会成员不能充
分读懂社会制度时，社会动员可以加深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的认知，从

而做出理性参与的行为选择; 在不能加深认知的情况下则可以优先促

成社会成员行为的改变，虽然这种改变并非完全理性，但从长远看，这

种参与行为本身就会促进其认知的改变，走向完全理性，最终促进社会

的发展。
最后，需要说明的是，作为一项实证研究，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。

如前文所言，不同农户收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。因此，有必要
辨别农户信息了解的个体禀赋差异。从理论上看，农户家庭成员的职
业背景，尤其是家庭中是否有外出务工者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。但
在本研究中，关于职业只区分了“务农”和“非农”，无法深入分析，这有
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、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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